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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人民出版社与满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

佟克力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内容提要：锡伯族接受满语满文的历史；锡伯族与满族在历史上的交往；锡伯

语锡伯文是满语满文的继承和发展；锡伯文出版活动是满文出版活动的变相形式；

新疆人民出版社对满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以及出版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与满文古

籍文献整理出版相关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新疆  出版社  满文  古籍文献  整理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是多文种综合性出版社，担负着维吾尔、汉、哈萨

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六种文字读物的出版任务，成立于 1951年。

各文种以民族人口比例与行政区划级别，分为编辑部和编辑室，其中锡

伯文一直为编辑室。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成立于 1954年，至目

前其出版活动已断断续续进行了 40多年，出版各类锡伯文（含满文、锡

汉合璧或满汉合璧）读物 350 余种。多年来，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

辑室为整理出版满文古籍文献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为锡伯族继承满语

满文起了很大的作用。阐述锡伯文编辑室在整理出版满文古籍文献及继

承满语满文方面的历史贡献，对弘扬满族及清代传统文化，具有借鉴作

用。

（一）

新疆锡伯族原籍东北，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因新疆伊犁地区屯

垦戍边之需调遣至此。至今保存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据史料

记载，锡伯族的祖先近千年之前便与满族祖先女真交往至深，使其文化

一直基本保持着一致性。而且其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

语支。在清代，锡伯族军民被清政府编入满洲八旗之后[1]，很快接受了

满语满文，从此，锡伯族与满族除政治上之外，在文化、宗教、经济等

方面基本融为一体，尤其是满语满文成为锡伯族的交际工具。1764年部

分锡伯族军民西迁新疆，数百年来，伊犁地区封闭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环

境，为保存本民族世代使用的满语满文起了决定性作用。新疆锡伯族在

近 200 年使用满语过程中，其口语有了较大发展，与满语书面语产生了

较大异化，这为“锡伯语”概念的成立打下了基础。但是，“锡伯文”概

念的建立仅有 50余年的历史。由于“锡伯语”口语发音简化，满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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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节似乎对拼写“锡伯语”口语没有多大意义，鉴于此，1947年在锡伯

族部分知识分子倡导下，由当年组成的察布查尔“文字改革委员会”的

主持下，将满文原有的 131个音节中的 13个音节废掉，另创三个锡伯语

中有音无字的新音节符号，改革成“锡伯文”。自此，锡伯语锡伯文的概

念得以成立，并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但是，民间对自己曾经长期使用的

满语满文的称呼，经过许多年才渐渐被放弃，锡伯语锡伯文的概念慢慢

被接受。

锡伯文概念的成立，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满文于明万历二十七

年（1599）创制，经过清代二百多年的使用，清末渐渐被弃用，汉语汉

文成为满族唯一的交际工具。在此情况下，锡伯族仍然将自己使用的文

字称为满文，似乎从民族感情上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再说从民族分别意

义上再以满文作为自己的文字来称呼，也不是十分妥当；加上“锡伯语”

口语的不断发展，将满文“改造”成锡伯文已成必然。但是，无论锡伯

语口语如何发展变化，其书面语仍然继承了满语，而且其书写形式也依

然如故。1947年将满文改革成锡伯文，经过数十年的使用，在民间或学

术界，对其改革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不少人认为，废弃的满文

十余个音节，在锡伯文书写中仍然部分地存在，实际上改革是没有意义；

还有学者认为，废弃十余个音节，对准确书写锡伯语带来了不便，故不

该废弃这些音节。上述这些从本质上说明了，锡伯文就是满文的继续和

发展，是当代活的满文。

锡伯文与满文的关系问题，作为书写一种语言的载体或符号，从锡

伯族民间到学术界已普遍有了共识：锡伯文即为满文的历史事实不可否

认。而对锡伯语与满语的关系，如上所述，由于锡伯语口语的发展，锡

伯族民间和学术界不少人认为，锡伯族使用的口语是锡伯语，而其一直

使用的书面语被认为是满语。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接触语言学以及语音学、语法学的理论告诉我们，锡伯语

口语的变化完全根源于满语书面语，人类语言发音的规律使满语书面语

口语化，被锡伯族认定为自己的语言—锡伯语。这说明，锡伯语口语与

满语书面语的关系不可分割；如果没有满语书面语，就没有今天的锡伯

语。那么锡伯文出版活动与满文出版活动有何相异呢？从本质而论，文

字作为一种工具，不论从出版物的使用价值还是从该文字作为载体的内

容上讲，与满文出版活动没有二致，实际上它也是满文出版活动的变相

形式。所以说，新疆人民出版社数十年来出版的 350 余种锡伯文或所谓

汉锡合璧、满汉合璧的各类读物，既是锡伯族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满

族人民的精神文化，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陆续整理出版的清代满文古籍文献及其他有关满文读物，是对满族语

言文字及传统文化的弘扬。

综上所述，过去学术界认定的满语满文是已经消失的历史语言文字

的观点和说法，值得进一步讨论；锡伯语锡伯文是满语满文的继承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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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命题，是理论上充分站得住脚的。民族感情不能代替科学理论，不

能否定历史事实。民族语言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语言具有很

强的传承性；民族语言起本质上的变化，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因此，

一种语言文字瞬间改变其形态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完全不合乎科学理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目前锡伯语锡伯文与满语满文之间是何关系，应

该是基本清楚了。

（二）

1951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成立。当时因各方面条件还未成熟，本社锡

伯文编辑室至 1954年才设立。该室的成立为弘扬锡伯族语言文字以及传

统文化创造了条件，也为已中断数十年的满语满文的继续使用带来了契

机。这是党和政府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得到落实的结果。

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于 1954 年成立当年便开始编辑出版

活动。根据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史分析，其锡伯文编辑室的出版活动

呈现出较明显的阶段性：1954—1963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的出版重点

是以农村经济、政治思想建设及学校教育为服务内容。90%以上的图书为

本社人员编译，即由汉文编译，锡伯文均为手写。单本字数均不多，且

多系单篇为书。印数多在 1000册之内。该阶段除小学课本、普及性政治、

知识性读物外，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图书极少，主要有如下一些读物可

资介绍：《阿诗玛诗集》、《王贵与李香香》、《长征诗草》、《鲁迅小说选》、

《锡伯族民间故事》（第一集）、《高玉宝》、《汉族民间故事》、《除夕》、

《华连孙和美根芝》、《孟姜女》、《仙乐》、《鲁迅的故事》、《向秀丽》、

《革命母亲夏娘娘》等。其中《除夕》及《华连孙和美根芝》是锡伯族

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锡伯族民间故事》（第一集）系搜集整理作品，

其余均为由汉文翻译的作品。该阶段的出版物，几乎不存在口语色彩，

文法、语法结构与满语基本一致。因为其作者和译者均为受过正统满语

满文教育者，他们都非常重视对传统语言规则的遵循，几乎不容许在图

书中不规则的语法和口语现象存在，而且在其作品中也很少运用其他语

种借词，满语书面语几乎被基本运用。

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出版活动的第二阶段表现为，由繁荣发展至

衰微走下坡路。在该阶段，满文古籍文献得以重视并整理出版 20余种。

这一时期，满文古籍文献之所以能够整理出版，首先与党和政府的少数

民族古籍整理政策分不开，其次与重视保存、继承锡伯语锡伯文有较大

关系。

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至 1960 年初下放并入伊犁日报社；

1961 年 10 月再次下放并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报社，但仍以新疆人民

出版社名义维持部分图书出版，至 1964年彻底停止其出版活动。从此，

锡伯文出版活动整整中断了 18 年，至 1981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才恢复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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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文编辑室，次年开始出版图书。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左”倾思潮

开始影响思想文化界，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也逐步遭到破环，锡伯文教

学相继停止，使之后 20多年间入学的学生均未能接受锡伯文教育，造成

了大量锡伯文文盲。而这一时期又是锡伯族全面接受汉族文化，锡伯语

口语迅速发展，锡伯语大量吸收汉语借词的时期。至 80年代初，许多受

正规满文教育的老一代文人相继谢世，只有少部分通悉满语满文（锡伯

语锡伯文）的文人支撑着锡伯文图书的编译出版。由于锡伯文读者面的

日益狭窄及直接用锡伯文创作和翻译队伍的萎缩，以及锡伯文读物的日

趋“不规范化”（主要指出版物的口语化及传统文法、语法的变化现象），

引起老一代文人要求规范锡伯语锡伯文，呼吁出版有关参考读物和工具

书，因此，锡伯文的出版目光开始放在有关清代满文古籍文献及工具类

资料等上面，20 年中使不少满文古籍文献得以整理出版，品种达 20 余

种。如：《来自辉番卡伦的信》、《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满汉合璧）、

《古文观止》（汉满合璧）、《三国演义》（1—4）、《锡伯（满）语词典》、

《旧清语辞典》、《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1—2）、《劝学篇》（汉满

合璧）、《古文观止》（续集·汉满合璧）、《满语入门》（汉满合璧）、《满

文美术字》、《西游记》（1—3）、《六部成语》（汉满合璧）、《西厢记》

（汉满合璧）、《满文教材》（满汉合璧）、《诗经》（汉满合璧）、《古文》

（汉满合璧）、《聊斋志异选译》（汉满合璧·上中下）、《单清语》、《满

汉辞典》、《新满汉大词典》等。《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采用了光绪年间

刻本，主要讲解满文虚字类型、功能、用法等，是实用性较强的满文教

材。《古文观止》和《古文》是极具代表性文言文的译本，译文质量较高，

词汇丰富，可谓很好的再创作作品。《三国演义》亦据清代流行的版本出

版，语言顺畅、优美，词汇量大。《锡伯（满）语词典》系清乾隆年间修

订的《御制清文鉴》的整理本。《旧清语辞典》系乾隆年间自《满洲实录》

摘抄的旧满语的解释词典，保存了不少满语旧词汇，具有较高的研究价

值。《劝学篇》收录了记录于有关满汉合璧古籍文献的俗谚、格言、民歌

以及《尼山萨满》的两个版本。《满语入门》收录了《清文启蒙》、《初学

必读》、《清文虚字》和《清文接字》四部清代满文古籍，具有较好的资

料价值。《西游记》（1—3）是清代翻译刊刻的作品。《六部成语》系按吏

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汇集官衙用语的规范化满汉对照辞

书，成书于乾隆年间。《满文教材》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于翻译清代

满文档案之需而编写的教材，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西厢记》、《诗经》

和《聊斋志异选译》（上中下）均为清代流行的较有代表性的译著，其中

保存了很多满语新旧词汇。《满汉辞典》是参考《清文总汇》、《五体清文

鉴》、《古文观止》（汉满合璧）等编写的满汉词汇对照词典。《新满汉大

词典》系大型工具书。取材于《大清全书》、《满洲类书》、《清文鉴》、《六

部成语》、《清语摘抄》、《清文总汇》、《清文字汇》、《满洲实录》、《满文

老档》、《上谕八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祭祀全书》、《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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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清文尺牍》、《兼汉清文指要》、《满汉成语对待》等 50 多种古籍

文献。资料丰富，篇幅巨大，编排科学，释文详尽，是阅读和翻译满文

古籍文献必备的工具书。以上这些图书，由于印量少、发行渠道不畅、

图书宣传跟不上，流传范围极为狭窄，没能够很好地满足需要的读者，

很多需要者也许连这些图书的信息都未必知悉。除了上述满文古籍文献、

教材、工具书外，该社在这一阶段还出版了不少具有参考价值的锡伯文

或锡汉对照读物，如：《三国之歌》、《锡伯族谚语》、《锡伯族民间故事》

（多卷）、《喀什噶尔之歌》、《哥妹泉》、《兄弟民族谚语选编》、《唐诗一

百首》、《外国谚语选》、《拉希罕图之歌》、《锡伯族民歌》、《唐宋词一百

首》、《慈禧太后演义》、《锡伯族习俗志》、《萨满歌》、《规范化名词》、

《锡汉会话》、《流芳》、《红楼梦》、《汉锡简明对照词典》等。此外，还

有十余种由汉文翻译的文学、科普、医药、政治等方面的读物先后推出。

其中的《汉锡简明对照词典》是参考清代《清文启蒙》、《清文备考》、《满

汉类书》、《翻译类编》、《上谕成语》、《满汉成语》、《清文典要大全》、

《清文汇书》、《大清全书》、《清汉文海》等 20 余种语言工具书及翻译

现代汉语词汇而编纂的词汇对照工具书。书后附录了清代流行的汉满对

照《衙署名目》、《官衔名目》、《公文用语》和《折奏用语》。本书对阅读

和翻译满文古籍文献具有参考价值。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疆人民出版社一度将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及文化读物的搜集出版作为重点工作予以重视，使许许多多行将佚失

的文化遗产得到抢救，本社锡伯文的出版也曾出现过繁荣发展的局面，

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一批锡伯、满族文化遗产得到整理出版。之所以呈

现那种繁荣局面，是与党的民族政策的切实贯彻执行、该社领导的政策

水平及锡伯族各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在新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切实的贯彻执行，在文化建设方面，

各少数民族同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优惠政策，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各级领

导由于政策水平较高，对各文种的出版事业能够一视同仁，甚至采取向

小文种倾斜的政策，有力地扶持各小文种的发展；加上锡伯族各阶层的

奔走呼吁，以及积极参与本民族的出版活动，使锡伯文出版事业出现了

繁荣局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后，锡伯文

出版情况每况愈下，甚至目前已呈现停滞的状态。这一方面与经济体制

的转变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该社领导的重视与否是关键。90年代中

期以后，党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并未丝毫改变，国家对该社的“政策

性亏损补贴”政策仍然在执行，并有逐年增加，但该社未能认真执行党

的民族政策，在困难面前首先限制小文种，任意挪用和克扣国家对它们

的补贴，使小文种出版处于极度艰难的境地，长此以往，党对该社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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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出版的优惠政策将名存实亡。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锡伯、满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出现过繁荣发展的

局面，使国内外对新疆的锡伯族及其文化有了了解，也使锡伯语锡伯文

（满语满文）得到了弘扬，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满语满文、锡伯语锡伯

文得到一定的重视和研究，从而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这

其中锡伯族文人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这一时期，一批受正规满文教育

的老文人积极发挥余热，参与本民族及满族文化遗产的整理编译工作，

加上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所属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的

积极参与和努力，使一批满文古籍文献通过他们整理，交付该社出版，

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通过总结国内外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史我们认识到，少数民族尤其是

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是最受外界因素影响、并且最容易受冲击

的对象，它们往往被无视或忽视，使其得不到有力地扶持和弘扬。近几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出版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于种种因素

的综合作用，目前锡伯、满文图书的出版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境况。首先，

来自领导部门的不重视是最关键的因素，这从根本上影响着其生存和发

展，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对此确实无能为力，而只有悲伤之

功，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靠党和政府部门的干预和关心。其次，锡伯

文和满文专门人才已到了匮乏的地步。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

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及新疆教育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等有关锡伯、满文编辑、出版研究和规

范部门，已显现后继无人的状况，其中有些部门实际上已经处于停顿歇

业的境地。对此，有关领导部门也无人关心，使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要改变这种现状，决非易事，需要各方面作出共同努力。归根到底，改

变人们尤其是领导层对文化的认识是关键。

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对中华民族而言，文化意味着其传统、其

历史，也意味着其特点；对一个民族来讲，也同样意味着其传统、历史

和特点。然而，中华民族的概念是我国多民族综合体的概念；中华文化

之所以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有了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如果没有各民族

独特文化的聚合，就不可能有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吸引力，因此，要不

要扶持和弘扬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文化，直接关系到保

持中华文化多样性和吸引力的问题，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将会对中华

民族欠下文化帐，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看不到我们曾经引以自豪的中华

民族的文化色彩。

锡伯族和满族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满族

文化曾经以代表国家的文化面目出现而为世界所认识，因此，弘扬其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特殊意义。锡伯族作为深受满族文化影响、仍然变相

使用和继承满语满文的少数民族，挖掘和弘扬其传统文化，充分发挥本

民族语言文字特长，对挖掘和整理满族传统文化，对翻译整理清代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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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百万件满文古籍文献和档案，具有先天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为

此，在巩固以往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首先，转变观念，放弃偏见，充

分认识文化对推动社会进步、表现民族特点的作用和功能，树立文化立

国的观念，把文化真正作为推动中华民族向现代文明迈进的动力，让中

华文化永葆丰富多彩的特点，使中华民族能够继续引以为自豪。其次，

重视培养满文专门人才。在这方面锡伯族仍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目

前，本民族 50 余岁的知识阶层，基本通满语满文（锡伯语锡伯文），他

们当中不少人从事着与人文科学有关的工作，发挥其为文化建设服务的

作用，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后，在察布查尔等锡伯族

聚居区，恢复了锡伯文教学，使目前 30岁以下的青少年都接受了锡伯文

教育，加上他们自幼通悉本民族语言，从他们当中培养满文专门人才，

也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无论在清代满文档案翻译整理部门，

还是在锡伯、满文出版和教学领域，以及向世界各国文化界宣传锡伯语

锡伯文（满语满文）方面，锡伯族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加强锡伯族双语教学和锡伯文出版事业，对弘扬满族和清代传统文化意

义重大。2002年我国将编写大型《清史》作为重大文化项目已交中国人

民大学立项实施，其中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近 200 万件清代满文

档案也决定作为重要资料来源翻译利用。完成此项工作并非易事，需要

大量物力和专门人才，而且亦非短时期内所能奏效。从此可以看出，目

前培养锡伯、满文人才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综上所述，新疆人民出版社作为弘扬锡伯、满族文化和推广锡伯、

满族语言文字的一个特殊窗口，曾作出了较大贡献。该社出版的诸多锡

伯、满文读物是广大锡伯、满族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

部分。锡伯语锡伯文是满语满文的继承（继续）和发展，那种认为满语

满文是已经消失的历史语言文字的观点是欠说服力的。锡伯族文化与满

族文化具有一致性，弘扬锡伯族文化与语言文字，对挖掘和整理满族传

统文化具有借鉴意义。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忽视对少数民族文化及

语言文字的扶持，将对保持中华民族的丰富多彩带来不利，势必削弱其

多样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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